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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预见性治理” 是基层政府超前主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潜在诉求的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

治理实践从 “遇见性治理” 转向 “预见性治理”， 既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

要， 也是保持党的人民性底色、 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 从鲁东地区莱西市 Ｄ 街道办的治理

实践切入， 展现基层政府 “预见性治理” 的实现机制及政治逻辑。 案例研究显示， 基层政府实现

“预见性治理” 有赖于对 “技术为用、 科层为体” 策略行动的选择。 首先， “技术为用” 的策略行动

为实现 “预见性治理” 提供了工具性手段， 体现了 “照看社会” 的政治逻辑。 基层政府通过技术化

的手段为收集潜在民情提供了技术基础， 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可及性和覆盖力。 其次， “服务社会”
构成实现 “预见性治理” 的价值依归。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 基层政府通过 “科层为体” 的策略行

动， 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党建， 拓展和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触角， 增强了影响力和

渗透力， 为其高效动员体制内外力量解决潜在民情、 服务群众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抓手。 基层政府在实

现 “预见性治理” 的背后彰显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政治逻辑， 即 “照看社会” 和 “服务社会”
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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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业已成为经验场景中基层政府制定治

理策略的基本诉求和目标。 在这一制度话语中， 基层政府对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回应速度、 模

式及效果构成了衡量政府绩效与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与此相对应， 学界同步展开了对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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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性” 议题的相关讨论， “政府回应性增强有助于公共治理绩效的提升”① 成为贯穿于这些讨

论的基本价值判断。 这些讨论大致勾勒了政府回应的不同模式， 并将来自行政科层组织内部的体

制压力和外部的社会压力视为影响基层政府回应的结构性要素。 但是， 基于结构性压力而驱动的

政府回应， 其实质始终是一种由体制倒逼或社会问题倒逼后的被动回应。 换言之， 此类回应是基

层政府在 “遇见” 广大群众业已表达的诉求后的事后回应， 在时间序列中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本文将这种滞后性回应视为基层政府 “遇见性治理” 的具化呈现。 问题在于， 即便基层政府表

现出足够积极和有效的回应性， “遇见性治理” 是否足以回应和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目标诉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推动

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②。 这一表述明确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未来方向， 即强调

基层政府超前主动回应广大群众的潜在诉求， 提高回应的前瞻性、 主动性与精准性， 实现基层社

会治理的可预见性与可预防性。 本文将这种基层治理模式称为 “预见性治理”。 相较于 “遇见性

治理”， 预见性治理凸显了政府回应时间的前瞻性和回应态度的主动性， 更为重要的是， 与结构

性压力倒逼形成的遇见性治理相比， 预见性治理突出体现了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③

的价值取向， 是党和政府 “人民中心观” 在治理实践中的具化体现。 可见， 从遇见性治理转向

预见性治理， 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 也是保持党的人民性底色、 巩固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 就此而言， 预见性治理应当成为治理研究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治理研究领域对于这一议题的关注并不充分； 公共管理学 ／公共行

政学领域虽对 “前瞻性政府” 有较为充分的讨论， 但这些延承西方管理学学术话语的既有研究

缺乏对基层政府运用何种策略、 行动和手段实现预见性治理的机制分析， 与此同时， 这些研究也

未能注意到中国语境下党和政府所主张的预见性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实现治理目标的工具性手段，
其背后更蕴含着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如何建设国家” 和 “如何服务人民” 的目标和

诉求。 基于上述考量， 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是： 在经验场景中， 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

是什么？ 实现预见性治理的策略和行动中又折射出党和政府怎样建设国家和服务人民的政治逻辑？

二、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诉求和目标转向， 本文所言的预见性治理在治理

研究中或许是一个 “新概念”， 但作为这一概念重要特征的政府超前回应和主动预见， 在公共管

理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却是一个 “老议题”。 有鉴于此， 笔者将预见性治理纳入公共管理学有关

前馈控制、 前瞻性行政与预见性政府的理论脉络中进行对照， 并以此为基础， 构建本文关于基层

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一） 文献回顾： 前馈控制、 前瞻性行政与预见性政府

在西方管理学理论脉络中， 对于前瞻性政府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典管理学中的前馈控制理

论。 “管理理论之父” 亨利·法约尔 （Ｈｅｎｒｉ Ｆａｙｏｌ） 将管理等同于 “实行计划、 组织、 协调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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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亚鹏、 何莲： 《如何提升政府回应性： 地方行政改革的策略和逻辑———基于 Ｍ 市行政服务中心建设过程的历时分

析》， 《学术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４－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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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５４、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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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①， 控制因而成为管理的重要职能。 依据控制行动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 他将控制分为问题

暴露之前的前馈控制、 问题暴露过程中的现场控制与问题暴露后的反馈控制。 所谓前馈控制， 意

指在科学预测基础上， 以未来为导向的控制方式。 前馈控制的关键在于对获取的社会信息进行预

测， 在公共危机萌发之前及时发现问题， 制定纠偏措施， 提前采取行动予以解决②。 法约尔认

为， 前馈控制可以有效克服反馈控制因 “时滞” 缺陷而带来的 “控前损失”， 相较于现场控制和

反馈控制， 能够为管理者赢得更多的民众信任③。 如果说法约尔的前馈控制理论指向一般意义上

的管理实践， 那么后续出现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则将政府视为实施前馈控制的主

体， 前瞻性行政与预见性政府也成为现代政府的重要标识。 受环境研究影响， 行政生态学强调行

政管理与行政环境的关联性结构。 这一理论认为行政管理以行政环境为发育土壤， 其发展和变化

需要与行政环境相适应。 面对民众对政府的高期望而导致的行政环境变化， 政府需要具有前瞻性

行政的能力， 以防止和避免公众因公共危机而遭受人身和财物损失。 始于 １９７０ 年代的西方新公

共管理运动则一改传统管理学中对政府被动回应的角色定位， 强调在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现代风

险社会中弥散着各类潜在的公共危机， 无论政府的回应有多积极和有效率， 终究会落后于民众的

诉求。 因此，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 “政府再造” 十项原则中， “预见性政府” 成为政府改革的重

要目标之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戴维·奥斯本 （Ｄａｖｉ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 等人着重提及了政府变革的两

个重要目标： 一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 二是在作出决定时， 尽一切可能考虑

到未来④。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 西方学术话语中的预见性政府理论作为一种现代公共行政范式被引进至国

内。 国内学界结合中国改革以来行政环境的变迁， 对预见性 ／前瞻性政府概念进行了本土化的重

塑， 同时对其功能展开讨论。 在概念的重塑维度， 有学者从内涵层面强调， 前瞻性政府是在以民

为本理念的指导下， 以解决公共问题、 社会问题为责任， 以为民服务为宗旨， 以科学预测和有效

预防为核心职能， 具有有效治理公共危机的前瞻能力的现代政府⑤。 在功能发挥的维度， 多数研

究将前瞻性政府视为解决风险社会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必然选择： 预见性政府不仅能在重大社

会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预警功能⑥， 更重要的是， 政府的预见性行动能够形成一种以多主

体嵌合为驱动力的治理机制， 该机制以循环治理结构替代了线性治理结构、 以全过程的行动合作

替代了政府为主的断点式分层合作、 以跨时空的未来面向规避了现实面向的滞后性， 因此具有推

动公共应急治理机制演进变迁的工具理性意义⑦。
国内外既有研究在公共管理的框架内对预见性 ／前瞻性政府的概念、 特征及其功能进行了较

为详尽的讨论。 若以之关照本文所讨论的预见性治理， 既有研究在为本文提供一定理论借鉴意义

的同时， 也呈现出若干缺陷：
其一， 讨论大多滞留于对前瞻性政府的理论辨析层面。 诚然， 前瞻性政府无疑是预见性治理

建构的必要条件， 但在生活世界中发现或寻觅政府借以实现其治理目标的具体行动、 策略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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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可能是讨论预见性治理另一不可或缺的研究维度。 从这一角度来看， 既有研究缺乏预见性治

理 “何以可能” 的实证研究。
其二， 既有研究多将前瞻性政府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联， 强调前瞻性政府对于潜在公共

危机的重要治理功能。 但预见性治理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建设手段，
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向目标， 这一性质意味着预见性治理不仅是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的特殊治理方式， 更是面向更广泛社会问题的普遍性、 常态化治理模式。 显然， 既有研究对前瞻

性政府特殊功能的强调一定程度上窄化了预见性治理的运用范围和意义。
其三， 无论是奥斯本对于预见性政府 “花少量钱预防而非花大量钱治疗” 的强调， 抑或是

国内学者对于前瞻性政府能够 “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① 的阐释， 都在成本—效益的工

具理性中定位前瞻性政府及其预见性治理实践。 在这一逻辑中， 前瞻性政府和预见性治理被视为

一种更低成本的工具性手段， 其目的在于以最大化效率实现解决问题的既定目标。 但从政治社会

学的角度来看， 治理从来就不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单纯技术手段。 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
ｌｔ） 对欧洲 “治理术” 的知识考古表明， 治理技术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君权的权

力模式， 反映了国家与人口、 领土的全新关系②； 西方人类学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则强调， 治理模

式的改变表明了政府塑造社会的手段和目标发生了变化。 这其中， 一些人类学者直指新公共管理

运动， 指出意在鼓励生产 “自我激励” “自我负责” 个体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治理技

术， 其背后折射了西方世界从 “福利国家” 向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③。 因此， 深刻理解一

种特定治理技术， 就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受工具理性引导的手段， 而更应该考虑其背后的政治意

义。 正如有学者言之，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根本立场和显著标志，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④。 由此可见， 中国共产党使

命型政党的政党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 决定了中国特色治理模式显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

于西方国家的政治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本文意图远离对预见性治理的工具性分析， 转而在

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框架中讨论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政治逻辑。
（二） 分析框架： 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框架下的预见性治理

在 《社会权力的来源》 一书中， 迈克尔·曼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Ｍａｎｎ） 对国家权力进行了重要的概念

化二分： 其一为国家专制性权力， 指的是国家精英所拥有的、 无须与公民社会协商妥协就能单独

采取行动的独断权力； 其二是国家基础性权力， 指的是国家利用其基础结构渗透至社会并集中协

调公民社会活动的权力⑤。 在乔尔·Ｓ． 米格代尔 （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 看来， 曼所言的国家基础性权

力实际包括了国家通过行政体制、 资源配置等结构性手段对公民社会进行治理的能力⑥； 王绍光

则更为直白地强调， 没有基础性国家权力， 就谈不上国家治理⑦。 就此而言， 国家治理是国家基

础性权力建设的重要呈现，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和治理策略作为 “镜像”， 可以折射出国家基础性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孔凡瑜、 周柏春、 娄淑华： 《前瞻型政府： 内涵、 核心价值与培育策略》， 《理论导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４－５６ 页。
　 ［法］米歇尔·福柯： 《安全、 领土与人口》， 钱翰、 陈晓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３３－１５１ 页。
　 Ｃｒｉｓ Ｓｈｏｒｅ， Ｓｕｓａ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Ｄａｖｉｄｅ Ｐｅｒ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ｂａｂ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６．
　 周建伟：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和内在逻辑的彰显》，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５－３４ 页。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Ⅱ：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１７６０－１９１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５９．
　 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ｐ. ２１－２４．
　 王绍光： 《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１０ 页。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　

权力建设所依循的政治逻辑。
那么， 当前中国的治理实践反映了党和政府何种建设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政治逻辑？ 对于这一

问题的回应， 学界有不同声音。 有研究从治理技术的概念解读入手， 认为国家治理技术的运用旨

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覆盖力， 从而彰显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控制逻辑。 基于这样的

推论， 治理成为国家用来 “照看” 社会的技术， 而 “照看” 又内含控制之意①。 但另有一些研

究从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出发， 强调治理反映的是国家基础权力建设的服务逻辑。 在这种逻辑中，
治理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和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②。

不同于上述讨论， 本文主张从价值性与工具性两方面定位国家基础权力建设框架下的治理实

践： 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的使命型政党本色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基础权

力建设的目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 “统摄社会” ———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成为社

会主义中国基础权力建设的价值依归， 这就要求当前各级政府的治理实践体现出强烈的服务性逻

辑； 但另一方面， 为有效达成服务社会和服务人民的目标诉求， 就要求具体的治理实践同时能够

有效 “照看” 社会和 “规范” 社会。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繁多的社会知识与复杂的社

会问题面前， 国家首先需要建构有效的认证体系， 提升认证全面事实和统一规范的能力， 否则无

法对绝大数人的需求和期望进行准确把握， 进而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服务③。 因此， 具体的

治理实践也需要表现出 “照看社会” 的逻辑面相。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 经验场景中具体治理实

践需要反映国家基础权力建设的 “双重逻辑”， 即服务逻辑与照看逻辑的统一。
作为一种社会行动， 对于潜在民众诉求的信息收集、 评估与主动化解构成了预见性治理行动

的两个阶段。 就行动的第一阶段而言， 西方科技管理学者对技术治理的社会功能评估研究表明，
新兴技术的运用能够对社会舆情进行精准搜集、 分析和预测， 从而为潜在公共危机的发现提供准

确的预见能力④； 国内亦有学者基于案例观察指出，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政府的治理实践之所以关

键， 原因不仅在于技术化手段减少了治理的时间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有助于提

升治理的超前性与精准性⑤。 因此， 不管从理论维度还是经验场景来看， 基于新信息技术应用而

构建的预见能力有助于基层政府对潜在风险的提前感知和精准判断， 就此而言， 技术正日益成为

预见性治理实现机制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就预见性治理的第二阶段来说， 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

的实践一再表明， 以基层党组织为中轴构建相应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实现既定治理目

标， 是化解相关社会问题的应对之道⑥。 这一治理策略体现出鲜明的科层组织 “在地化” 特征：
党组织的基层拓展可以通过群众动员和行政动员实现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而最大化地实现治

理目标。 就这个意义而言， 在以技术应用发现和锚定潜在诉求后， 通过对科层结构的有效利用来

化解问题， 是预见性治理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
综上所述， 技术嵌入和科层组织的基层拓展构成了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 这一机制同时也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彭亚平： 《照看社会： 技术治理的思想素描》，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１２－２３６ 页。
　 韩志明： 《国家治理技术的演进逻辑———以流动人口管控实践为例》，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０６－１１６ 页。
　 欧树军： 《基础的基础： 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８０－１０１ 页。
　 Ｒａｙ Ｑｕａｙ，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Ｖｏｌ. ７６，

Ｎｏ. ４， ｐｐ. ４９６－５１１．
　 庞锐： 《制度弹性： 技术治理刚性风险的生成逻辑与化解路径———基于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比较案例分析》， 《中国行政

管理》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３－８０ 页。
　 刘玉东、 徐勇、 刘喜发：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南京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８－７６ 页。



　 第 ２ 期 李元元， 曹聪敏： 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与政治逻辑

折射出国家基础权力建设的两种逻辑面相： 通过新兴技术对潜在社会问题和民众诉求进行搜集和

摸排是为了 “看清社会” ———作为一种工具手段， 新兴技术的嵌入呈现出 “照看社会” 的政治

图 １　 国家基础权力建设框架下的预见性治理

逻辑； 通过科层组织结构实现治理资源的有

效配置的趣旨是为了解决民众诉求和社会问

题———作为一种组织载体， 科层组织的向下

拓展表现了 “服务社会” 的政治逻辑。 因而，
预见性治理在表征上表现为 “看清社会” 后

“服务社会” 的行动过程； 在策略上呈现了

“技术为用、 科层为体” 的实践方案； 在内涵

上体现出国家基础权力建设 “双重逻辑” 的

统一 （如图 １）。

（三） 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作为本文经验案例的莱西市 Ｄ 街道地处青岛下辖县级莱西市中心城区的西南部， 在 ２０ 世纪

末轰轰烈烈的快速城镇化浪潮中， 于 １９９７ 年由镇改设为街道。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该街道辖区内

面积共 ８５. ３５ 平方公里， 管理服务 ２１０ 个生活小区， 共计 ６. １７ 万户， 总人口达到 １６. ５ 万人， 这

其中包括了 ５ 个流动人口安置社区。 在这样一个人口流动加剧、 异质性不断增强的辖区内， 基层

社会治理曾经一度成为摆在街道办事处面前的 “难题”。 ２０１７ 年， 该街道 “进京访” 总量曾高

居全省第二， 基层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但正是这样一个基层社会矛盾突出的街

道， 近年来强化 “预见性治理” 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在新兴数字技术的 “加持” 下， 精准发

现潜在的社会问题并加以主动化解， 在基层治理方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２０２０ 年辖区内

越级进省与进京信访率分别下降 ４７. ９％、 ４２. ８％， “进京访” 总量从 ２０１７ 年的全省第 ２ 名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末的第 ５４ 名， 获评全省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 街道信访积案化解率

８５. １％， 刑事警情在连续四年年均下降 ３０％以上的基础上，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再下降 ３４. ９５％； 在

２０２０ 年省民生工作评价、 青岛市民生评价调查中， Ｄ 街道办荣获青岛市 “双第一”， 创历史新高①。
Ｄ 街道近 ５ 年来对比强烈的基层治理效果成为笔者调研的初衷。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下旬和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中旬， 笔者综合采用深度访谈和档案资料整理两种研究方法， 两次深入 Ｄ 街道办基层社会治

理实践一线， 重点与莱西市委组织部、 街道办工作人员、 社区居民等人进行了非正式访谈， 并实

地走访社区收集信息。 文中访谈材料和数据信息均来自上述调研。

三、 技术为用： 作为 “照看社会” 工具的数字技术

调研显示， Ｄ 街道办 “预见性治理” 的成功运用， 首先依赖于对辖区内社会生活的深度

“照看” ———这就需要对辖区内的潜在民情进行收集， 准确识别社会的真实需求。 在具体的治理

实践中， 技术化手段不仅重塑了街道办预测潜在民情的组织渠道， 也突破科层体制的资源局限

性， 增强了其对社会的可及性和覆盖力。 在此过程中， 街道办借助数字技术构筑了相当程度的治

理主动性， 即提前有效发现潜在民情， 并制定相应的解决预案。

（一） 数字平台： 重塑感知潜在民情的组织化渠道

面对诸多复杂、 多元化的居民诉求， 为打破治理任务与街道职能不相适配的现实问题， Ｄ 街

７８

①　 数据源自 ２０２１ 年 Ｄ 街道办政府工作总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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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首先依据相关上级文件精神， 在实践中对街道职能进行了扩充， 将与居民美好生活需求密切相

关的内容囊括进街道治理的事务当中。
在中共中央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指导下， ２０１９ 年莱西

市先后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 《关于镇 （街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 推进政务服务权力下放、 明晰街道权责清单， 扩张和调适街道职能， 丰富街道治理

的内涵， 在基本职能之外赋予更多的权限。 例如， 在政务服务权力下放方面， 莱西市明确要求市

政府、 各局、 各部门等要将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同时又由街道管辖更为高效便利

的治理事项下放于街道； 在权责清单完善方面， 莱西市政府明确要求为街道减负， 例如减少检查

考核、 不必要的工作等， 让街道聚焦抓党建、 抓治理、 抓服务的主责主业。
遵循这类文件精神， Ｄ 街道办的职能根据治理任务进行了一定的扩张和调适， 但此种职能扩

张依旧倚重于高度组织化的科层体系。 虽然依赖于科层组织， Ｄ 街道办可以对其职能进行较快地

重塑， 但正如有学者言之， 此种重塑的职能对居民复杂诉求的回应常处于低水平的运行轨道， 难

以真正并高效地实现对居民潜在诉求的提前预判并自动回应①。 因此， 为进一步提升对居民潜在

诉求的提前回应以增强服务能力， Ｄ 街道办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重塑了回应居民潜在诉求的组织

化渠道。 近年来， Ｄ 街道办开始搭建畅通政府与民众互动的数字技术平台， 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与

模型建立、 强大的计算引擎处理以及清晰的图表数据提前预测居民诉求， 以实现街道的服务供给

与居民潜在诉求的精准对接。 此外， 随着 Ｄ 街道办数字化政民互动平台的快速发展， 原有依赖

科层组织以回应居民诉求的线下组织功能也日渐转移到线上， 为街道办提前捕捉居民潜在诉求提

供了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平台。 ２０１９ 年以来， Ｄ 街道办先后开设了微信公众号、 微博、 网站、 短

信、 邮箱、 城市服务以及各类 ＡＰＰ 等信访受理和便民服务等平台， 建立问题、 意见、 需求、 实

事项目 ４ 张清单， 畅通各领域问题反映渠道， 根据群众以往提出的问题需求， 通过平台上的大数

据对居民诉求提前预测， 在问题处于萌芽和苗头状态时， 提前主动解决。
　 　 今年我们街道通过分析去年居民诉求比较多的月份和问题的数据发现， ６ 月底到 ９ 月初

是雨水比较多的季节， 去年有不少老旧小区的居民反映屋顶漏水， 所以今年我们就提前行

动， 排查老旧小区的屋顶情况， 发现有裂纹的及时通知物业和相关机构进行维修。 （街道干

部 ＬＪ 访谈记，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已有研究表明， 数字技术的下沉有助于弥合政府与社会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 “关系

结构洞”， 进而能够形构一种快速、 良性的政社互动关系②。 我们的调研同样显示， 数字平台的

建设为 Ｄ 街道办预测潜在民情提供了便捷渠道。 正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重塑的组织化和制度

化的诉求平台， 从而使居民的潜在诉求输送到街道办。 就其功效而言， 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政

民互动平台促进了街道办对居民多元化潜在诉求的提前掌握。

（二） 技术下沉： 科层体制下治理资源限度的突破

通过平台大数据收集、 预测潜在民情是 Ｄ 街道办提前感知居民诉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依

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复杂社会中， 问题多种多样， 但受限于技术本身的 “机械性”， 平台数

据往往不能包含过去未曾出现的新问题。 因此， Ｄ 街道办难以仅仅依赖平台数据对辖区进行秩序

的维持和建构———尤其基层社会的日渐风险化， 更需要街道办投入更多的人、 财、 物等体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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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艳玲、 宋锴业： 《社会治理的国家逻辑： 基于警务改革史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６－１０８ 页。
　 杨江华、 刘亚辉： 《数字乡村建设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机制研究》，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９０－２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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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才能提前掌握不断增加的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大量治理事务。 党的十九大以来， 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强化社区治理体系， 业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治理理念。 这就相应需

要街道办将治理关口前移， 对基层社会加强管理。 在这种背景下， Ｄ 街道办起初以资源下沉的方

式加以应对， 其中政府工作人员下沉成为惯用手段———以网格化为组织载体和工具手段的人员下

沉使街道职能蔓延到基层社会， 从而使其管理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我们街道的网格员还担任了 “社区小管家” 的身份， 他们随时收集民生民情信息， 及

时通过网格信息平台进行上报， 确保做到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街、 矛盾不上交”。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通过村级网格员摸排发现， 安置社区的某村民因养老分家问题， 子女间一直未达成一

致想法， 但还未发生激烈的矛盾纠纷。 接到信息员报告后， 确定了以网格员全程参与民间调

解为主， 以司法所、 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为辅的化解方案， 通过包联网格员多次到当事人家中

进行和风细雨式的调解， 最终使子女达成了共识， 顺利化解了这起家庭养老分家问题。 （街
道干部 ＬＭ 访谈记录，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然而， 通过人员下沉开展联系群众 “大走访”， 深化民生难题 “大排查” 等收集潜在民情的

方式逐渐出现弊端。 由于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 原本依赖自上而下的科层体系来收集

潜在民情的方式逐渐捉襟见肘， 街道难以仅仅通过人员下沉的方式在较大辖区内提前预见各种风

险， 由此， 在提前预测民情方面， 街道社会治理资源的匮乏性问题被逐渐放大。
　 　 现在基层工作不好做， 我们街道人员有限， 每个工作人员都分管不止一项事务。 辖区又

那么大， 我们即使开展走访、 排查等活动， 也没法面面俱到， 事情一旦出来， 可能都打你个

措手不及。 （街道干部 ＸＱＨ 访谈记录，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如何克服居民多元潜在诉求与科层体制乏力之间的矛盾， 成为街道办全面准确把握潜在民情

的一大难题。 在这种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失衡的情况下， 以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即技术下沉来缓解

此种失衡问题成为 Ｄ 街道办开展治理工作的重要策略创新。 所谓技术下沉， 是指街道办借助公

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与微网格相结合的方式， 把街道办的触角散布整个辖区中， 以达到有效监控

辖区内社会风险的目的。 在具体的社会治理实践中， Ｄ 街道办依托 “雪亮工程” 与网格化服务

系统相结合的方式， 以高标准建设的 “雪亮工程” 覆盖了各个村居、 各个道路以及人口密集场

所， 围绕防控违法犯罪、 化解矛盾纠纷、 排除公共安全隐患三大工作， 重点对辖区内的治安进行

全天候的远程监控， 并通过监控视频进行行为分析、 执械分析、 聚众分析、 火情分析、 环境卫生

分析， 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对通过 “技防” 无法覆盖的区域， 启动了以网格员参与群防群

治工作模式， 引导网格员群体积极参与到群防群治活动中去， 实现了治安 “技防” 与 “人防”
的深度融合。 在重大活动期间， Ｄ 街道办及时启动了一级巡防模式， 切实维护了重大活动期间街

道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２０１９ 年， 街道在市政府的帮助下安装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 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对

人口、 房屋、 楼栋、 街道等进行监控， 并对社会问题进行预测预警， 之后对重要事项进行推

送提醒， 及时掌握问题信息， 在问题扩大化之前得以进行提前处置。 （街道干部 ＳＨＬ 访谈记

录，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通过 “技术下沉”， 有效弥补了辖区内大量潜在治理风险和有限治理资源之间的鸿沟， 并在

此基础上实现了街道对辖区内潜在问题的可及性和覆盖力。 技术下沉在科层体系中的人员下沉方

式之外， 成为街道收集潜在民情的重要行动策略。 Ｄ 街道办在将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投入治理事务

的运作后， 较好改善了科层体制中由于人员、 手段等不足而引发的低效率问题。 在收集潜在民情

的治理实践中， 数字化技术手段逐渐填充了街道无法面面俱到的空间地带， 提升了街道对潜在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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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收集效率。
不论是以技术化手段重塑感知潜在民情的组织化渠道， 抑或突破科层体制中治理资源的局限

性， 都体现了基层政府 “照看社会” 的逻辑， 为基层政府服务社会提供了信息基础。 换言之，
“照看社会” 是基层政府服务社会的基础环节， 即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把繁杂的潜在社会问题前移

至基层政府的视野中， 为基层政府提前准确把握潜在民情并有针对性的服务提供了一个工具性手段。

四、 科层为体： 以 “服务社会” 为价值归依的基层党组织延展

“照看” 社会只是 Ｄ 街道办实现 “预见性治理” 的一个工具性手段， 而服务社会才是其价值

目标。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 Ｄ 街道办通过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党建的策略为解决潜在

民情提供了重要组织载体。

（一） “纵向到底”： 以街道组织内党建增强服务能力

在照看社会的基础上， 建立与数字化技术相适配的体制机制是实现服务有效供给、 增进治理

效率的重要手段①。 为实现对潜在民情的高效回应， Ｄ 街道办通过组织内党建强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 Ｄ 街道办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城市治理的 “动力引擎”， 不断优化完善基层党组织， 把

党旗插到城市基层第一线， 打通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 “神经末梢”， 实现 “党员在身边、
服务零距离”， 有效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强大动能。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加强街道党工委领导的主体工程， 旨在实现街道党工委对辖区社会治理的

领导。 党员管理是基层党建的基础性工作， 以组织生活和教育培训为手段， 以组织规范管理和负

向激励为约束， 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和整合社会的能力， 是街道组织内党建的重要工作方

向②。 在具体的社会治理实践中， Ｄ 街道办加强以街道党工委书记为重点的干部队伍建设， 负责

区域内发展党员工作， 督促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落实好 “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制

度， 在加强业务学习中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能力， 充分发挥 “一线主阵地” 作用。 通过组

织学习和教育培训， Ｄ 街道办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推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落实落地， 深入开展 “述理论、 述政策、 述典型”， 扩大党员教育有效覆盖， 切实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 开展党员家庭挂牌、 设岗定责、 结对帮扶、 党员 “串门”
等工作， 提升党员干部党性观念、 宗旨意识。

随着街道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Ｄ 街道办日益加强对基层党建的基础性

运行保障工作， 主要体现在人员保障、 场所保障、 经费保障与制度保障方面。 与此同时， 鉴于街

道和社区在职党员数量较少的现状， Ｄ 街道办为动员未在职党员和离退休党员， 制作了党员管理

手册， 并根据辖区内党员的行业特色提出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 动员其加入服务群众的阵营。 针

对党员的动员问题， Ｄ 街道办建立了精准高效的考核督查机制： 一是街道及社区可将辖区内党员

的考核结果反馈给其所在单位， 并成为其单位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是街道及社区在某些事项上拥

有一票否决权。 此种负向激励措施大大强化了街道办对辖区内党员的动员力度。
在此基础上， Ｄ 街道办构建了 “纵向到底” 的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

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党员六级党组织链条。 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建设， 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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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萌： 《技术与制度的变奏： 数字化驱动下的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基于 Ｎ 市 “智慧机关事务建设” 的实践

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第 ３７－４２ 页。
　 赵聚军、 王智睿： 《社会整合与 “条块” 整合：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双重逻辑》，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５－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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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向基层社会进一步延伸和拓展， 增强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和渗透， 另一方面为街道办动员党员力

量以主动解决潜在民情提供组织抓手。
　 　 今年， 我们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有不少业主存在违建问题。 接下来， 我们把相关业主的

违建底数推送给相应社区， 由社区支部成员带领相关楼栋的党员掌握问题点源， 理清问题底

数， 对所收集问题实行清单式管理， 销号式落实， 坚持边查边改， 即知即改。 例如香港路社

区工作人员坚持 “刚性拆违、 柔性关怀” 的原则， 连续对天津路联通大厦对面 ８ 家门面房

的店主做思想工作， 所有门店全部同意拆除违建。 （街道干部 ＷＰＺ 访谈记录，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此外， Ｄ 街道办还坚持以党建带群建， 尝试通过建立 “片长—党小组长—居民组长—楼道

长” “居委会—典型群众 （党员积极分子） —居民” 这种有学者称之为 “类科层化”① 的方式对

群众进行动员， 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潜在民情的解决中， 从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体系。
　 　 在涉及冬季供暖方面， 我作为我们小区的联系人， 经常充当志愿体验者， 如果我感觉我

们家的暖气有问题， 就及时汇报自己家里的情况， 然后街道或社区会联系工作人员根据这些

信息进行提前排查和维修， 防止影响更多居民的供暖问题。 （ＨＹ 小区居民访谈记录，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二） “横向到边”： 以街道区域化党建弱化条块矛盾

上述街道党工委的组织内党建是在街道权责能力范围内实现了 “纵向到底” 的潜在问题解

决。 然而， 在现实治理场域中， “看得见的管不着， 管不着的看不见” 的 “条块” 矛盾是街道在

提前处置潜在民情时遇到的现实困境。 有研究表明， 在长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 “条条统

治” 是支配行政科层体制运作的主导性思维， 使街道党工委与辖区内其他单位组织难以形成治

理的合力②， 尤其随着街道属地与条线属事之间的权责不对等， 制约条块部门建立有效的合作网

络体系， 影响基层政府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③。 有鉴于此， 为缓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条块

矛盾”， 在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脱钩的情况下， 横向的资源链接和整合对潜在问题的解决具有关

键作用④。 由此， 街道区域化党建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Ｄ 街道党组织构建的 “横向到边” 的工作机制创新， 即区域化大党建和党建联席的机制创

新为其进行全域统筹与链接体制内资源和力量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抓手。 一方面， 上级政府通过对

街道党工委进行赋权， 强化街道党工委对派驻机构负责人的考核考察和选拔任用意见建议权、 指

挥调度权等， 增强其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的能力； 另一方面， 将街道、 社区、 辖区单位以及两新社

会组织的党组织进行党建联谊， 通过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整合和链接资源。
　 　 截止到目前， 我们根据大数据共累计摸排各类违建 ３０１ 处， ８. ７ 万平， 累计拆除 ２８３
处， ８. ５ 万平。 其中， 一部分土地用地性质比较明晰的违建， 我们通过党员做思想工作顺利

拆除了一部分。 但是， 还有一些老旧小区的土地用地不确定， 我们街道也无法靠自身的力量

解决。 像今年 ７ 月份大数据排查到龙翔二苑小区 １ 号楼、 ２ 号楼与临街门面房之间的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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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侯利文、 文军： 《科层为体、 自治为用： 居委会主动行政化的内生逻辑———以苏南地区宜街为例》，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６－１５５ 页。

　 彭勃： 《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 《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 第 ７４－８１ 页。
　 吴春来、 赵晓峰、 李立： 《条块关系与基层执法权属地化的结构困境———Ｙ 镇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 的个案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第 ５０－５９ 页。
　 黄六招、 罗羽妍、 尚虎平： 《上下互动与资源下沉： 资源匮乏型地区何以实现创新激活？ ———基于一个国家级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示范区的讨论》， 《公共管理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３－１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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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被个别业主私自占用搭建平房， 但是这个小区是三十多年的老小区了， 小区工作人员前去

确定情况， 但是业主认为这块地是他家的， 我们手里又没有相应的文件证明不是他们的， 所

以我们就请来国土局的工作人员， 向有关业主出具这块地的用地性质， 明晰土地用途后， 综

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这个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对违建进行拆除。 （街道干部 ＷＣＸ 访谈记录，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纵观 Ｄ 街道办的治理实践， 作为上级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遵循了 “技术为用、 科层为体”

的行动策略， 从而实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预见性治理模式： 首先， 在基层政府职能狭窄而不能较

好掌握居民多方面诉求的现实情境下， 依据条块部门下放的权责清单， 基层政府借助数字化技术

手段重塑对居民诉求回应的组织化渠道， 并根据大数据提前预测不同季节、 不同月份、 不同区

域、 不同议题等居民诉求， 在居民投诉之前提前预测并自动解决， 以此增强基层政府的回应性能

力。 其次， 针对科层机构资源下沉尤其是人员下沉的弊端， 基层政府通过技术下沉的方式， 即借

助各类技术应用平台和网格化相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缓解科层体系的乏力， 另一方面可将触角遍

布辖区的每个角落， 提前预见感知各种风险。 就此而言， 技术手段的有效运用实质上体现了基层

政府 “照看社会” 的逻辑， 其为基层政府提供了 “看清” 社会问题的技术基础。 最后， 通过技

术手段实现对潜在民情的收集为基层政府提前感知和预测风险提供信息基础， 而问题和风险的解

决则有赖于相应的实质性组织载体。 在具体治理场域中， 基层政府通过基层党建， 把基层党组织

体系的触角向社会拓展和延伸， 为高效动员纵横交叉的体制内外力量以回应潜在民情提供组织抓

手， 满足了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实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科层体制的有效运作实质上体

现了基层政府服务社会的逻辑。 因此， 基层政府以科层体系与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提升基

层社会治理效能， 也强化了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建设， 即实现了 “照看社会” 和 “服务社会” 的

统一 （见图 ２）。

图 ２　 基层政府 “预见性治理” 的实现机制

五、 结语

本文以莱西市 Ｄ 街道办提前感知潜在民情并主动解决的治理经验为切入口， 探讨了 “预见

性治理” 的实现机制以及背后彰显的政治逻辑。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从 “遇见” 转向 “预见”， 就

其治理本体意义而言， 有助于通过及时预测潜在民情、 主动解决问题和防范社会风险来促进治理

效能， 从而更好实现 “服务于民” 的治理目标； 就治理的政治功能而言， 通过服务效能的强化，
有助于彰显中国共产党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的使命型政党性质， 从而达到密切党民关系、
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目标。 从这个意义出发， 本文提出的经验问题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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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问题关涉的基层政府的治理策略却具有较为广泛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案例研究显示： 在条块部门权责清单下放的基础上， 基层政府首先通过技术化的手

段， 重塑了提前感知、 预测和收集潜在民情的组织化渠道； 其次， 为突破科层体制中有效治理资

源的瓶颈， 基层政府以数字化技术手段和网格化相结合的方式增强了其 “照看” 基层社会的可

及性和覆盖力； 最后， 在 “照看社会” 的基础上， 基层政府通过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

党建的行为策略， 拓展和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触角， 增强其影响力和渗透力， 为其高效

动员体制内外力量解决潜在民情提供重要的组织抓手。 因此， 基层政府通过 “技术为用、 科层

为体” 的策略行为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 “预见性治理”。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中 “技术为用、 科层为体” 中的 “体” 和 “用” 非本体论上的用法。

本体论意义上， “体” 是主体， 是核心理念、 原则、 价值观等； “用” 是辅助， 是行为方法、 工

具等。 而在本文中， “体” 为组织架构、 网络等， 而 “用” 为工具、 策略等， 二者无关主体和辅

助之地位差别。 基层政府在通过 “技术为用、 科层为体” 的行为策略实现 “预见性治理” 的过

程中， 体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双重逻辑： 即国家在面对原子化、 多元化、 复杂化以及碎片

化的基层社会时， 借助技术化手段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覆盖力和可及性， 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

效 “照看”， 并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向基层社会进行拓展和延伸， 增强了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

力， 为其高效动员体制内外力量提供重要的组织网络， 从而提升了服务社会的能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笔者的调研同时发现， 基层政府为实现 “预见性治理” 而进行职能强

化、 吸纳社会积极分子解决治理任务， 在稳定社会秩序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 也引发

了另外需要关注的问题： 基层政府治理职能的扩张和调适不仅有可能加重因治理任务叠加而形成

的基层工作人员的疲倦感， 也在更深层次上了造成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边界的模糊———诸多治

理事务加诸基层政府之上， 在增强了基层政府对社会的 “照看” 能力和服务能力的同时， 也在

一定程度上了挤压了社会力量自主参与治理的空间。 就此而言， 有关预见性治理的研究仍需要在

理论和实践层面持续深化和拓展。

（责任编辑： 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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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 Ｓｔｒｅ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ｉｘｉ Ｃ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０７１



　 第 ２ 期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ｕ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ｂｏｄ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ｕ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ａ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ｓ ａ ｂｏ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ｓｐ ｆｏｒ ｉ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ｂ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Ｉ Ｈｏｎｇ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 ｔｏ ｈｅｌ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ｅｖｅ⁃
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ｋｅｙ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ｂｕ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ｌｅ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ｕｓ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ａ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ｔｓｅｌｆ ｕｎｄ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ＬＵＯ Ｙａｑ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ｏｒ “ｎｅｗｓ ｗｏｒｋ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
ｃｌ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ｓｕｂ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ｎｅ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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